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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卫生防疫制度与合作医疗

制度的协同演进论略*

◎ 李洪河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多发病、地方病等流行和肆虐

的严峻挑战，党和政府把卫生防疫制度纳入到国家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不仅初步建立

起了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逐步推进新中国卫生防疫的制度化，而且尊重群众首创，建立

起适合当时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医疗制度，为卫生防疫制度的落实提供了组织和

资源保障。国家卫生防疫制度演进表现为遵循传染病防控一般规律的国家行动; 合作医

疗制度的演进则表现出基层为解决卫生防疫实际困难而开展持续探索，进而被国家识

别、推广的扩散特征。坚持四个基本遵循是卫生防疫制度与合作医疗制度相容并协同演

化的准则，也是当代中国卫生防疫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从历史中获得的镜鉴与启示。

关键词 新中国 卫生防疫制度 农村合作医疗 协同演化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 － 662X( 2020) 07 － 0036 － 09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面临政治、经济、文

化等重大建设任务的同时，也面临着多种疫病流行

和肆虐的严峻考验。1950 年 9 月 8 日政务院第 49

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

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

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

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

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血吸虫病、

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①

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将发展卫生防疫事

业作为与土地改革同等重要的巩固新生政权、赢得

人民群众政治认同的重要着力点，先后颁布了涉及

传染病预防、海港检疫、学校卫生、工厂卫生、饮食卫

生等多个领域的几十种卫生防疫法规，构建了相对

完备的卫生防疫制度。既有研究已经广泛关注到新

中国传染病防治过程中的制度建设、组织机构、社会

动员、防疫行为等，②但较少考察卫生防疫制度与其

他相关制度间的关系。回顾新中国卫生防疫制度建

设历程，不难发现:当时的卫生防疫制度落实存在诸

多困难。党和政府汲取人民群众的办医经验，为卫

生防疫工作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量身定做了合作医

疗制度。民办公助模式运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为国家

落实卫生防疫制度提供了资源保障，奠定了卫生防

疫制度的执行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卫生防疫制度

的改革与重构成绩斐然，离不开新中国卫生防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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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设的经验积累。

本文主要基于制度史的研究方法，试对新中国

卫生防疫制度的演进历程做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

础上分析卫生防疫制度与合作医疗制度间的协同演

化关系，将国家卫生防疫制度建设视为随传染病防

治规律变化而开展的顶层设计性质的国家行动，将

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视为传染病防治资源不足情境下

基层探索出的，具有合作生产( Co － product) 特征，①

因地、因时的制度创新及其扩散过程。考察新中国

卫生防疫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演进的差异化路径及

其协同关系，可以为当代中国卫生防疫制度的建设

与发展提供些许镜鉴与思考。

一、新中国卫生防疫制度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制度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在江

西局部执政的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

战争时期又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间制订了一些有

关卫生防疫的条例、办法和规章，为战时卫生防疫工

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但囿于战时

条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防疫制

度并未形成健全的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

卫生防疫制度建设进入新的探索期。

1．国家卫生防疫制度的初步构建
1950 年，中共中央先是明确提出了“面向工农

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卫生工作方

针，随后在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实践中又总结出了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方针，指明了

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遵循这些

方针，在新中国初期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的情况

下，中央人民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

通令、通知和指示来指导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规

范社会群体的行为。如针对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

炎、麻疹、白喉、猩红热、百日咳等时疫流行，1950 年
2 月 10 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革

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军民春季

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要求“各

疫区及邻近的县以上政府负责同志，应亲自动手，组

织包括各方代表人员参加的防疫委员会，动员并指

挥一切卫生工作者结合群众，向疫病作斗争，在非疫

区，亦应有所准备及动员，最好能组织起来，以进行

一般卫生工作，特别是普通种痘，切实防止在疫病尚

未发生以前的麻痹现象，及至因无准备而疫病蔓延

传播严重后的张皇失措现象”。② 随后中央人民政

府卫生部又陆续发出预防霍乱、血吸虫病、流行性

乙型脑炎、痢疾、白喉、鼠疫、麻风病等传染病的专

项指示、通知、通令或通报，以积极防治旧中国遗

留下来的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各种传染病。同年
12 月，卫生部还颁布了《交通检疫暂行办法》共 25

条，对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黄热病、麻风、

炭疽病、流行性脑炎等 10 种应行检疫传染病的隔

离、留验等情形作了详细规定。③1951 年 2 月，卫

生部又发布执行《民用航空检疫暂行办法》，防止

天花传染; 同年 4 月，卫生部在全国防疫专业会议

上研究制订了鼠疫、天花等 19 种危害严重传染病

的防治方案，供各地参考。④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后，随

着新中国各项制度建设的全面推进，卫生防疫制度

的建设也步入发展的黄金期。1955 年 3 月，中央人

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卫生防疫工作会

议。会议确定继续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各

级卫生防疫机构首先是卫生防疫站的工作质量，积

极开展卫生监督等几项基本任务，并要求进一步做

好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加强对寄生虫病尤其是

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⑤ 根据会议精神，中央人

民政府卫生部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防治传染病的经

验出发，制订了第一部卫生防疫方面的综合性法

规———《传染病管理办法》，以防止并控制传染病的

发生和流行，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该

办法 1955 年 6 月 1 日经国务院批准，同年 7 月由卫

生部发布执行。它将常见的传染病暂定为甲、乙两

类共 18 种，并对传染病的疫情报告及防治处理措施

①

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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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春奎、易雯: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研究进展与展望》，
《公共行政评论》2017 年第 5 期。

③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卫生法令汇编》第 1 辑，1951 年
内部印行，第 73 ～ 74、124 页。
蔡景峰、李庆华:《中国医学通史》( 现代卷) ，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0 年，第 38 页。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

经验》第 1 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年，第 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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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督促和指

导所属卫生行政机关负责贯彻落实，各地文教、公

安、交通机关，部队和群众团体等应予配合。① 1956

年 9 月 6 日，卫生部又发出通知，将血吸虫病、钩虫

病、疟疾等 7 种传染病纳入传染病管理办法的乙类

传染病中进行管理，并要求相关部门将其列入疫情

旬报表、月报表，按期报告。② 1957 年 12 月，卫生

部再将钩端螺旋体病和传染性肝炎列入乙类传染

病。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的特

点制定了传染病管理实施细则。③ 至此，一部对各

种传染病进行分类管理的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初

步建立起来。

2．急慢性传染病专项整治制度的颁行

根据《传染病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

还对与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对人民生命健康造成

重大危害的血吸虫病、麻风病、急性传染病和职业病

进行专项整治，制订了一些有效的规定和办法。如

针对血吸虫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严重阻碍农业生

产发展的情形，中共中央不仅专门成立了“中共中

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制订了《防治血吸虫病

工作条例》，还将其纳入 1956 － 1967 年《全国农业

发展纲要草案》，作为有效防治、彻底消灭的对象之

一; ④针对麻风病盛行，1957 年第一次全国麻风病防

治会议提出了“积极防治，控制传染”的方针，同时

决定建立麻风病院、麻风村及培养防治技术人员的

措施及技术标准; ⑤面对急性传染病的肆虐，卫生

部、总后勤部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于 1959 年联合召

开了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分析了麻疹、流行性

脑脊髓膜炎、传染性肝炎等 8 种常见多发的急性传

染病的流行情况及其流行规律，研究制订了急性传

染病防治方案; ⑥由于 1950 年 10 月《种痘暂行办

法》的颁布推动了全民免费普种牛痘工作的开展，

使天花在几年内得到基本控制，此后中央政府又有

计划地扩大了预防接种的范围，先后控制了伤寒、斑

疹伤寒等烈性传染病。⑦ 此外，在检疫和饮用水卫

生方面，1957 年 12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 88 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境卫生检疫条例》，对海、陆、空港卫生检疫做了全

面的说明; ⑧1956 年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卫生部颁发

《饮用水水质标准》，1959 年又颁布了《生活饮用水

卫生规程》，详细规定了自来水的卫生标准和对水

源进行必要的卫生防护。⑨

3．卫生防疫制度的法制化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卫生防疫工作一度停顿，

以致“四害”回升，一些曾被控制的传染病又有流

行。以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国

家的卫生防疫制度建设也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1979 年 12 月，卫生部召开了全国卫生防疫工作会

议，讨论和研究了如何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

强卫生防疫工作等问题。⑩此后，卫生部陆续制订颁

发了有关鼠疫、霍乱、结核病、麻风病、性病、血吸虫

病和丝虫病等数十种传染病的专项防治条例、规则、

办法或技术标准。尤其是在地方病防治方面，相关

部门不仅先后制订、出台了《食盐加碘防治地方性

甲状腺肿暂行办法》《防治布氏杆菌病暂行办法》

《改水防治地方性氟中毒暂行办法》以及各种地方

病的监测方案，使各部门各方面力量都能按照统一

的规范和法规进行工作，而且还相继制定了《克山

病防治工作标准》《地甲病防治工作标准》以及《大

骨节病防治效果判定》等 7 种地方性疾病的 10 多个

标准，成为专业防治人员进行技术活动的规范。瑏瑡

在此基础上，1989 年 2 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使中国的传染病防治纳入了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瑏瑡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 1953 －
1955) 》第 2 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年，第 732、733 页。
河北省卫生厅: 《卫生防疫法令规章选编 ( 1951 －

1963) 》，1964 年内部印行，第 21 页。
⑨ 邓铁涛:《中国防疫史》，广西科技出版社，2006 年，第

588、589 页。
参见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

历史经验》第 1 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年，第 279 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 《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

( 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2 页。
蔡景峰、李庆华:《中国医学通史》( 现代卷) ，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0 年，第 38 页。
⑩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卫生年鉴( 1983) 》，人

民卫生出版社，1984 年，第 17、77 页。
参见广东省卫生厅卫生防疫局技术资料室:《卫生防疫法

规选辑》第 1 册，1964 年内部印行，第 59 ～ 86 页。
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编委会: 《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

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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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轨道。①

4．卫生防疫制度的改革与重建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原

有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重新修订，并根据新的需求

制订了一系列新的卫生法律法规，加快了卫生立法

步伐，卫生法制逐步完善。国家以传染病防治法为

纲构筑的现代化卫生防疫法律体系虽然较为完备，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公共卫生

事件，这一体系仍有缺漏之处，卫生部、国务院于
2003 年紧急制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

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来弥补 1989

年传染病防治法之不足。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该法在法定

传染病种方面，增加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 SAＲS) 、

禽流感两种，列入乙类; 在疫情通报制度方面，规定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由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向社会发布传染病疫情信息，隐瞒、谎报、缓报者

将受惩处; 在疫情控制方面，有关规定则更加具体

等。② 到 2008 年，国家已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等 10 部卫生法

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等 37 部卫生行政法规和《处方管理办法》等
180 余件部门规章，组织制订了 18000 余项卫生标

准，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卫生法制体系。全国还有
98． 3%的市( 地) 和 96%的县 ( 区 ) 建立了卫生监

督机构，综合执法能力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不

断增强，切实维护了公众健康权益。③ 至此，较为

完备的卫生防疫制度及卫生执法监督制度等相

关的配套制度已基本上建立健全。

总之，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制度经历了新中国初

期的尝试与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与重构，才得

以逐步建立、健全，它对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

急慢性传染病的防治、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国家

卫生面貌的改观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卫生防疫制

度的建构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更不可能一劳永逸。

但是一旦具备了法制化的基础，这一制度就能灵活

应对复杂多变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国家应不遗

余力地推进卫生防疫的制度化进程。

二、新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缘起、扩散和发展

作为国家卫生防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

制度起源于陕甘宁边区初创的医疗合作社。早在
1938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为解决药物缺乏、

军民看病难的难题，便领导建立了由西北局保健委

员会及民政厅投资的第一个医救并举的机构———保

健药社;后为防治时疫、反对封建迷信，边区政府和

延安市政府还应群众要求又筹建了民办公助的卫生

合作社，④其建立和运作机制已具备了合作医疗制

度的一些基本特征，为以后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做

好了铺垫。

1．合作医疗制度的基层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的倡

导下，东北大行政区首先开展了建立农村卫生实验

县( 区) 的工作，全区 6 个省共建立了 40 个卫生实

验县。在这些实验县的区一级，各地根据经济情况

试办了不少公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或群众集资的

区卫生所，卫生部还积极提倡把散在的个体开业的

医务人员组织起来成立私人合作性质的联合诊所。

截至 1952 年，东北大行政区的 40 个卫生实验县共

建立了 146 所区卫生所，其中公有制的 5l 所，联合

诊所性质的 95 所。⑤ 1950 年初，上海市南汇县坦直

乡人民诊疗所规定本地区农民每户每月可交大米 3

斤( 每 3 人作一户) 作为医药费用，凡参加者一律免

费就诊。该诊疗所其后虽因经验不足、筹资困难等

因素而停办，但其群众性的合作医疗性质亦是农村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河北省分会: 《卫生防
病法规汇编( 1949 － 1988 ) 》( 下)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年，第
2233 ～ 2234 页。
中国法制出版社: 《医药卫生法律适用全书 ( 含标准规

范) 》第 4 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第 435 页。
中国卫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社:

《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60 年纪念文集》，2009
年内部印行，第 15 页。
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 5

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6 年，第 351 ～ 352 页。
《参与东北地区农村卫生实验县 ( 区) 建设的体会》，《亲

历农村卫生六十年———张自宽农村卫生文选》，中国协和医科大
学出版社，2011，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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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医疗在这一地区的初次尝试。① 1951 年 5 月召

开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肯定了组织私人开业医生

举办联合诊所的经验。河北省通县乡村卫生实验区

积极响应，当即在该县一区丁各庄试点，成立了第一

个农村联合诊所。这个经验很快在全县推广，当年

就建立了 19 所。到了 1954 年，通县私人开业医务

人员自愿组成的联合诊所的总数发展到 40 余所。②

这些具有合作医疗性质的实践，由人民群众的自发

到新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推广，其改变农村地区卫生

防疫落后面貌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凸显，为其向合作

医疗制度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

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生产、资金、农

具、技术上的互助合作启发农民把互助合作扩大到

医疗融资领域”，③与联合诊所相适应的私有经济逐

渐被集体经济所取代，联合诊所的根基动摇，再加上

经营不善、问题暴露，农民群众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和

尝试。如 1953 年成立的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联合

诊所在开展防病治病、满足农民群众的医药需求方

面曾起了重要作用，但因经营不善、病人减少，该诊

所 1954 年即出现严重亏损，陷入困境。这时，高平

县米山、南竹庄、下冯庄的 18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农民群众为了更好地解决防病治病问题，纷纷要求

“联合起来自己办个保健站”。这一要求得到了县、

乡党政领导的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米山乡

联合保健站于当年 5 月 1 日正式宣告成立。该保健

站的建站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是将原联合诊所

资财的私有部分，合理作价，半年内还清，公有部分

转入保健站使用;二是由 18 个农业社的每个社员每

年出保健费 5 角，其中 3 角由农业社公积金统一支

付，另外 2 角折合成劳动工分在年终分配时扣除;三

是农业社的公益金也适当给予支持。④ 保健站的工

作任务是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防治结合，积极

开展群众性卫生保健工作，防治各种传染病、多发

病，为社员群众健康和农业生产服务。

2．合作医疗制度的全国扩散

米山乡联合保健站模式一经诞生，就受到了山

西省委、省政府和卫生部以及国务院文教办的高度

重视。当年 11 月，卫生部、国务院文教办和山西省

卫生厅组成了由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徐运

北带队的 6 人调查组，他们经过调研，充分肯定了这

种办医形式，并将米山乡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社员群众出保健费而享受医疗保健费减免的办法定

名为集体保健医疗制度。是年，山西、河南、河北、湖

南、贵州、山东和上海等省市的一些农村地区也出现

了一批由农业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和医疗站。⑤ 虽

然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叫法不一，融资比例也不尽

相同，但这种以集体经济为基础，集体与个人结合互

助的医疗制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医疗制度。

1958 年以后，刚兴起的合作医疗制度被迅速推

向全国，广大农村地区掀起了一股兴办合作医疗的

热潮。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山西省稷山县太阳村的合

作医疗。该村参加合作医疗的社员每人每年交纳两

元钱的合作医疗费( 五保户由社队给付) ，社队也从

公益金中安排合作医疗补助经费予以补贴。这就使

疾病防治和社员健康有了较好的保障。太阳村保健

站主动服务到每家每户，并为每家每户建立了健康

档案，深受太阳村村民好评。由于稷山县在开展合

作医疗方面成绩突出，1959 年 11 月卫生部在该县

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会议向党中央的报

告附有《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

提出目前“以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

为宜”。其要点是:社员每年交纳一定的保健费; 看

病时只交药费或挂号费;由公社、大队的公益金中补

助一部分。具体作法各地可根据当地条件制定。⑥

1965 年 6 月 26 日，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卫生工作丛书编委会: 《上海卫生》( 1949 － 1983 )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年，第 658 页。

《关于通县乡村卫生实验区情况的调查》，《亲历农村卫
生六十年———张自宽农村卫生文选》，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6 页。
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

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
《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办医形式和医疗保健制度的创

新———米山乡联合保健站实行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亲历农村
卫生六十年———张自宽农村卫生文选》，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
社，2011 年，第 282、283 页。
中国卫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社:

《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60 年纪念文集》，2009
年内部印行，第 224 页。
转引自蔡景峰、李庆华:《中国医学通史》( 现代卷) ，人民

卫生出版社，2000 年，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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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发出后，一时间“上山下乡”的

热潮兴起，医疗卫生资源开始向农村倾斜，有力地推

动了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其后由于政治运动的因

素，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较为舒缓，甚而陷于

停滞状态。

3．合作医疗制度的规范发展
1978 年 3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生病

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

家逐步发展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公费医疗和合作医

疗等事业，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① 根据宪

法精神和实践经验，卫生部和农业部、财政部于
1979 年 12 月共同制定并联合下发了《农村合作医

疗章程( 试行草案) 》。《章程》指出农村合作医疗是

人民公社社员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是社员群

众的集体福利事业;举办合作医疗的形式要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经社员群众充分讨论确定;合作医疗基

金由参加合作医疗的个人和集体( 公益金) 筹集，具

体金额应根据需要和可能经社员群众讨论决定; 合

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社员的医疗费等等。② 《农村

合作医疗章程》的颁布对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但此时与其相对应的经济体制正在悄悄

地发生变化，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支撑———农村集

体经济力量逐渐削弱，相关的公共财政支持很长一

段时期内难以到位。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

行，“合作医疗赖以生存的农村集体经济纷纷解

体”，公共财政支付一时无法实现，1980 年代初期以

后“合作医疗开始大面积萎缩，濒临崩溃”。③ 据统

计，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由 1970 年代鼎盛时期的
90%，1980 年代猛降至 10%以下，最低时覆盖率只

有 5%左右。④ 至此，农民群众又回到了自费医疗的

状态。

4．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与转型

受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

式的影响，医疗卫生服务缺乏积极性、没有活力以及

效率低下的问题日益凸显。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

革与重构较为迟缓。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国务院于
1985 年 4 月 25 日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

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中央和地方应当逐

步增加卫生经费和投资;同时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

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

把卫生工作搞活。⑤ 据此，政府部门将市场经济理

论引入了医疗卫生事业领域，有效调动了医疗机构

与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医疗卫生服务的供

需矛盾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但也由此导致“卫生

公共事业变成了卫生产业，政府投入逐渐减少，提出

了对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断奶、断粮的口号，致使卫生

防疫工作举步维艰，生存与发展的矛盾使卫生服务

组织陷入‘既要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的怪

圈。”⑥受此影响，到 1989 年，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

覆盖率跌至 4． 8%，乡卫生院总数为 47523 个，比
1984 年下降 8026 个，下降 14% ; 1985 年，村级卫生

员还有 65 万人，到 1989 年已经减少到 9 万人。⑦ 农

村卫生院、卫生防疫队伍受到较大影响。经过中央

和各省市 1990 年代初以来的反复宣传、号召，合作

医疗出现了重建的趋势，但总的来讲进展十分缓慢，

覆盖农村人口还不足 10%。2002 年以后，党和政府

再度发力，下定决心探索农村合作医疗的新模式。

2002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积

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 《〈全国人大常
委会公报〉停刊期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或
者批准的法律及部分文件》( 1966 － 1979 年卷) ，中国法制出版
社，2004 年，第 119 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 司法解释分卷汇编》( 21) ，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9 ～ 41 页。
中国卫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社:

《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60 年纪念文集》，2009
年内部印行，第 227 页。
张自宽、赵亮、李枫:《中国农村合作医疗 50 年之变迁》，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6 年第 2 期。
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规汇编( 1949 －

1985) 》( 教科文卫卷) ，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578、579、581 ～
583 页。
汤红兵:《解读新农村建设: 以监利县政为个案的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20 ～ 121 页。
参见张神根: 《中国农村建设 60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168、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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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① 之后经过多地

政策试点和调整，到 2010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基本覆盖农村居民。这是中央第一次系统地

提出并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了合作

医疗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转型与升级，且一直持

续至今。

三、卫生防疫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的协同

演进及其历史镜鉴

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的协同

演进对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急慢性传染病的

防治、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国家卫生面貌的改观

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卫生防疫制度: 传染病应急防控情景下的国

家行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卫生防疫制度因其与政治、社

会的密切关系，总是作为医疗卫生制度的先导首先

建立起来，在医疗卫生制度的全面建设中起着重要

的引领作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的立法为例，新中国初期卫生法律体系还没建立起

来，新政府就根据以往经验制订了一些具有时效性

的卫生政策指导防治时疫的工作。1955 年 7 月 5

日卫生部《传染病管理办法》虽指出“前有各地自行

制定的传染病管理条例或办法等与本办法有抵触的

应即废止”，②却还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

细则向卫生部备案，这既给了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又

确保了法令统一。1956年和 1957年卫生部又根据新

情况先后对上述办法加以补充。1978 年为恢复被十

年“文革”打乱的传染病防治秩序，国务院在 1955 年
《传染病管理办法》基础上颁布了《急性传染病管理

条例》; 1989年2月、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先

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增列传染性

非典型肺炎( SAＲS) 、禽流感为乙类传染病，增加了保

护个人权益的条款。所以，卫生防疫制度的建立与健

全为医疗卫生制度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积累了经验。

事实上，这一演进历程更多地展现出具有顶层

设计性质的国家行动。原因在于新中国初期面临的

传染病应急防控压力。正如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所述: “天花、麻疹、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等几

乎遍及全国”，它们造成每年 30‰的人口死亡，而其

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③ 传染病防

控的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亟需国家推动卫生

防疫的制度建设，唯此才能为后续的组织动员和防

疫行动提供制度保障。传染病的突发性亟需国家协

调才能在第一时间启动跨越行政区划、部门、军地、

政社边界的协同抗疫行动;传染病的复杂性体现在

防控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渠道所需要的国家统一

指挥;传染病的不确定性则需要国家统筹、整合研发

力量开展传染病防控攻关，通过专家咨询、全面的流

行病调查为传染病防控决策提供支持。这些国家行

动的开展建立在完善的卫生防疫制度的基础上。

国家卫生防疫制度的演进是国家遵循传染病防

控一般规律而做出的动态调整。传染病的防控防治

建立在国家对传染病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上。除了

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外，传染病防控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传染的跨地域特性与防控的属地管理特性

间的矛盾和冲突。任何一个地方属地管理责任的松

懈或懈怠都可能导致全局性的蔓延。与卫生防疫制

度相配套的发挥高位指挥、协调作用的领导小组成

为解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协调性困境的主

要做法; ④因此，国家通过卫生防疫制度旨在确定卫

生防疫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不同情境下的应急响应。

卫生防疫制度是国家卫生防疫事业健康发展的制度

基础，它为卫生防疫工作的有序高效开展提供了长

效机制，它的制订、施行、改革、重构以至废除都是以

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为中心，旨在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及健康素质。这是中国卫生防疫

制度演进过程中不变的底色。

2．合作医疗制度: 传染病防控能力不足情景下

的合作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支

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756 页。
广东省卫生厅卫生防疫局技术资料室:《卫生防疫法规选

辑》第 1 册，1964 年内部印行，第 1 页。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 《卫生法令汇编》第 1 辑，1951 年

内部印行，第 38 页。
韩万渠:《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科学社会

主义》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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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力度很大，但对于初期传染病防控及常态卫生事

业发展来说，国家财力有限是不容回避的困境。合

作医疗制度建设的情景是当时传染病防治的基层执

行面临的防控能力、资源不足的严峻现实。合作医

疗制度以及适用于农村地区的赤脚医生制度是党和

政府受农民集体办医的启发逐步推广、建立的，惠及

占当时总人口 80%的广大农民的具有集体福利性

质的制度，也是人民政府致力于改变当时落后的疫

病和死亡威胁情况，开始公平地将当时并不十分完

备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给每一位普通人民的一大创

举。合作医疗制度的演进历程呈现出典型的基层探

索特征，并随合作社制度变革而演变，进而作为经验

被国家识别、推广开来，为卫生防疫制度的实施奠定

了资源整合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制约当时情景

下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的诸多难题。

合作医疗的推行还有利于农村地区疫病防治工

作的有效开展。如 1970 年代贵州省道真县丝虫病

的防治。该病是道真县多年来的一种常见病、多发

病。为了查明这种病的发病情况，1971 － 1976 年该

县 96%的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培养了一支有 600

多人的赤脚医生队伍，对全县 50000 多户社员普查

普治了 3 遍，有 2 /3 的地区还普查普治 4 遍以上。

由于防治工作抓得紧，道真县丝虫病发病率大幅下

降，全县 44 个公社有 29 个公社在 1970 年代中期前

后基本消灭丝虫病。① 合作医疗的最重要的一个作

用就是依靠集体的力量互助互济，解决因病致贫的

难题。据山东省昌潍地区艾山公社大王家和宋家两

个大队调查，1976 年参加合作医疗的共 306 户 1412

人，经合作医疗治过病的占 97%。因病向集体借支

负债的基本没有。② 虽然 1980 年代以后合作医疗

一度趋向崩溃，某些疾病也有回升现象，但在 2002

年以后随着国家的重视和配套改革的推进，合作医

疗重振雄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施行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宏愿。

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医疗制度在筹资模式上逐

渐定型为“国家出一部分，集体承担一部分，个人负

担一部分”，符合典型的合作生产特征。合作医疗

制度的逐步完善、改革和重构为卫生防疫过程中国

家、集体、个体围绕疫情防控的合作生产奠定资源基

础。合作医疗是农民群众首创的、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加以巩固和推广的、有效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缺

医少药现象的卫生防病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

改革开放早期，其在防病治病、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

和巩固新生政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卫

生防疫制度建设的杰出成就之一。尽管当时的合作

医疗制度在不同地区的筹资模式和保障水平存在较

大差异，但这恰恰是因地制宜的基层探索的制度活

力所在，也是传染病疫情防控所需医疗资源不足、不

平衡的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经过改革与重构，较为

完备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科学的防病治

病机制得以形成，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合作医疗在新农村建设中又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

力，农民医疗服务有了基本的保障，初步排除了影响

国家安定团结的一个隐患，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了

党和政府的新形象。

3．国家卫生防疫制度建设中的制度协同演化及

其历史镜鉴

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卫生防疫制度建设问

题，不能仅仅关注卫生防疫制度本身，还应该将其置

于制度间关系的视角。一方面，制度建设随情景变

化而做出的动态调整是传染病防控的应有之义。传

染病防控的复杂性也需要制度建设不断趋于完善。

在此过程中制度动态调整不可避免地会与之前已经

彼此磨合好的制度形成新的冲突需要调适。另一方

面，制度建设并不能自然地解决问题，实现预期目

标。制度执行面临着其他制度的制约，也需要其他

制度的协同。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卫生防疫制度一

方面需要合作医疗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套改

革;另一方面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也需要卫生防疫

制度的协同演进。通过对卫生防疫制度与合作医疗

制度的制度史梳理发现:二者的协同演化特征明显，

并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

期，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及其他地方病等发

生与蔓延的情况逐步降低甚而绝迹。鼠疫、天花、斑

①

②

《发挥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作用 道真县大力防治丝虫
病》，《人民日报》1976 年 3 月 30 日。

《合作医疗根深叶茂———山东省昌潍地区的调查报告》，
《人民日报》1974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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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钩虫病、血吸虫病等得到了

有效控制。改革开放以后，旨在运用市场化手段提

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得原

有合作医疗制度和卫生防疫制度的协同演化处于中

断停滞状态。这恰恰从反面验证了市场化导向的医

疗体制改革难以推动卫生防疫制度和合作医疗的协

同演化。2003 年 SAＲS 后，公共卫生防疫工作重新

受到高度重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得以转型

重建，并在后续的改革中逐步优化。时至今天，国家

以合作医疗制度为依托，及时调整医保政策，明确确

诊和疑似患者医疗保障策略，对确诊和疑似患者实

行“先救治，后结算”，且为当下新冠病毒感染者提

供无差别的免费救治政策等，无不彰显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但是，不同制度的演进逻辑有所不同。比如本

文考察的卫生防疫制度的演进逻辑更多地需要遵循

传染病防控的一般规律，而合作医疗制度的演进逻

辑则呈现出其制度建设随政治、社会情境变化的复

杂性。通过梳理国家卫生防疫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

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国家卫生防疫制度演化的路

径更多地表现为国家行动遵循传染病防控一般规律

的动态历程，而合作医疗制度的演进则缘起于基层

为了解决卫生防疫实际困难而开展的探索。合作互

助性质的基层探索顺应当时合作社制度的总体态势

得以发展，并获得国家的认可和推广。因此，合作医

疗制度的演进融合了基层社会自发探索和国家识别

推广的逻辑，为不同制度情景下保障卫生防疫制度

执行持续不断地提供资源支持。

由此观之，理顺制度间关系是保障制度形成合

力的关键。对于国家建设而言，制度体系的相容问

题至关重要。制度间的协同演化实质上是，只要把

握和平衡好了制度演进与旧制度的相容问题，也就

把握和平衡好了不同制度之间的相容问题。梳理新

中国卫生防疫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的协同演化，为

理解制度体系的相容问题提供了启示。第一，坚持

以人民生命和健康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卫

生防疫制度建设一贯秉持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为

疏解两个层面的制度相容问题奠定了价值基础。第

二，坚持以适应性治理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

家卫生防疫制度建设一贯秉持的方法论。这一方法

论来自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也充

分说明了在制度演化中解决制度相容问题并非一个

完全可以预先设计出来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复杂

性、不确定性的传染病防控问题，相关的制度演化及

组织行动无不是视情景而做出的适应性行动选择。

第三，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国家卫生防疫制度建设一贯秉持的治理

之道。这一治理之道的核心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

神，是践行群众路线的体现。顶层设计贵在把握一

般规律，基层探索贵在支持地方因地制宜。第四，坚

持群防群控和合作生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卫

生防疫制度建设一贯秉持的运行机制。不同时期

卫生防疫制度的实施都有赖于群防群控的人民

战、总体战的运行机制，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方案

更是体现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生产运行机制。

上述四点构成卫生制度建设与其他制度相容并协

同演化的四个基本遵循。

综上所述，国家卫生防疫制度的变迁过程，既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卫生防疫现代化道路

的过程，也是党和政府与广大群众在实现现代化过

程中复杂互动的一个侧影。卫生防疫制度的形成及

其作用的发挥，往往要靠党和政府以制度化为抓手

的组织、动员。本文着重从制度史的角度梳理了新

中国卫生防疫制度的变迁及其与合作医疗制度的关

系，发现不同制度间相容的四个基本遵循。当前，在

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

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离

不开在卫生防疫制度相关制度间相容的四个基本遵

循。疫情防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场大考，完善

卫生防疫制度也需要以四个基本遵循为参照，在大

考中发现短板和不足并逐步调整优化。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黄晓军


